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制度成因及其治理 by Huang, Weiting & Pang, Xiaobo
MPRA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Institutional Causality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Weiting Huang and Xiaobo Pang
Jili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8
Online at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1500/
MPRA Paper No. 11500, posted 14. November 2008 01:24 UTC
2008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2008年9月初稿) 
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制度成因及其治理 
黄卫挺 庞晓波 
（吉林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摘要]：针对我国高校出现的集体性财务困境，本文提出预算软约束才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
而投入不足只是表层诱因。基于预算软约束在解决高校财务问题的重要性，本文重点分析了
国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制度成因：高校服务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及其职能垄断；所有权制度和政
治制度协致作用形成的政府与实质隶属关系；高校领导人的目标激励体系错位。这三者共同
构成了目前我国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内在和外在制度成因（非行为人制度）、组织制度成因（行
为人制度）。针对这三点，本文从高校合并、贷款自主权、高校领导者任职等方面为高校预
算软约束治理提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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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ide range of financial distress has emerged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an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it. We pointed out that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financial distress; our main tasks are to identify the institutional causality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We concluded three institutional causalities: quasi-public 
goods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al serves; affili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lleges; 
misaligned of the objection-incentive arrangement for college chairman.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points, we provided some solutions to hardening the budget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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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
变，与此同时，由此引致的巨额办学经费需求迫使高校向银行贷款并欠下债务，几乎所有的
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财务困境。我国高校的这种集体性财务困境一度成为媒体和大众议
论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 2005年
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 1500亿至 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有
的高校贷款高达 10亿至 20亿元[1]。北京大学 2007年完成的《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
报告中指出，截至 2005年底，76所直属高校贷款总额达到 336亿，校均贷款额 4.4亿，平
均年度增幅达 76%[2]。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截至 2008年 3月，我国高校的负债总额高
达 2400 亿左右[3]。如此巨大的负债额，如此众多的负债高校，给社会、高等教育相关部门
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是什么导致了我国高校群体性财务困境的形成？如何才能防止和避免类
似集体性财务困境的再次出现？以及如何化解目前高校的债务风险？ 
教育财政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高校大规模举债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与投入
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前提下的现实选择[4
，5]。然而，对国外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表
明，这种观点事实上只是道出了目前高校集体性财务困境的表层诱因。在上世纪下半叶，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因办学规模的扩大也出
现过经费不足的窘境。在政府预算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比重逐年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大
规模向银行举债，而是采取了其他应对措施，比如进行学费政策改革、获取合同性研究资助、
进行高校内部重构甚至是“无奈的”私有化[6
，7]。因此，要想破解当前的高校财务迷局，并
从根源上杜绝类似困境的再度发生，我们必须透过投入不足说等表层因素。本文认为，目前
高校财务困境的制度根源在于我国高等学校存在极其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事实上，高校预算
软约束问题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曹淑江最早研究了高校财务制度中的预算软约束问
题，认为在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应该对高校财务自主权进行限制[8]。王守军也认为我
国高校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并基于此对高校适量贷款和过量贷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9]。
黄卫挺在预算软约束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结合高等教育部门特征正式建立了一个高校预算软
约束模型，并初步分析了高校预算软约束的逻辑链条[10]。但是，这些研究只能说明是预算
软约束造成了高校财务问题的浮现，对于为什么会存在高校预算软约束却没有作出理论上的
详细回答，而这正是高校财务治理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的工作是要对高校预算软约束的
成因展开深入研究，从而给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1、预算软约束的一般理论 
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是由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其核心思想
是政府无法承诺不对陷入困境的企业施以援手。预算软约束的早期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社会主
义经济中的短缺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预算软约束一语的含义被拓展泛化，该理论目前能
够为转轨经济中的供给短缺、企业管理行为中的棘轮效应、企业的创新不足以及金融部门危
机等问题提供解释；当然，预算软约束理论并不是只针对社会主义制度，该理论同样能解释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经济现象，比如公立医院等的非营利性机构行为[11]。针对转轨经济
中的一系列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硬化预算约束，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
[12]。 
目前，学术界对预算软约束的逻辑链条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
科尔奈等人将其归纳如下[11]： 
 图 1中的第一个因果关系是制度环境对政府救助动机的影响，这里的制度环境包括产
权制度、政治版图以及金融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影响政府救助动机和机构运营行为的综合因
素。以转型国家为例，制度环境包括产权制度、政党的政治宣言及民众预期、融资体系及监
督机制等。当政府宣称要维持一个高的就业水平时，即使有大量企业处于破产边缘，政府还
是会尽量给予协助，因为他给予民众的承诺是其政绩民生的着力点。图 1中的第二个因果关
系是政府救助动机与预算软约束所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一旦机构运营者预期到政
府的动机，就会软化预算约束的效力，从而导致低效率的产生。如果从整体上把握以上两大
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认为预算软约束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在这些制度背景下，政府无法设
计出有效的治理结构控制企业或者机构的软约束行为。现有的文献都集中于分析从第二个逻
辑关系，并达成了很大的共识，但对于第一个逻辑关系中的制度环境，实际上也就是预算软
约束产生的根本原因却存在许多争论。 
科尔奈将预算软约束的起因归结为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而这种
“父爱主义”又根源于公有制产权结构。因此，科尔奈及其追随者的核心观点是软预算约束
根源于公有制产权结构，当政府和某些企业/机构存在隶属关系时，企业/机构管理者会产生
政府援助的理性预期，致使财务预算约束变软[13]。然而这种观点却没有得到实践的支持，
在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消失，有些甚至更严重
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才是形成企业
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
预算软约束，剥离政策性负担则是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关键条件[12
，14]。与前面的研究不同，
周雪光提供了组织分析视角下的预算软约束渊源：以基层政府为例，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
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基层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的短期利益，为不
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制度自
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难以有效运行， 自下而上的企业
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程度的不对称而无法奏效，而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运行中的
分离导致责任目标制度的失败[15]。 
2、高校预算软约束的成因与逻辑 
我们可以将上述三种成因归结为所有权制度、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然而这些观点都
是基于企业或者基层政府的研究得到，对于高等学校来说，由于其特殊属性，在这三种共性
制度因素之外，还应该有其特殊的制度根源。下面，本文将对高等学校预示软约束的成因与
逻辑展开详细分析。 
2.1高校预算软约束的特殊制度根源 
目前，高等学校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两类：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又包括基础
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其中，高等教育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复合属性，个人投资
政治、社会以及
经济等制度环境 
政府或其他救助
机构的救助动机 
预算软约束所带
来的影响与后果 
图1、预算软约束的因果逻辑 
于高等教育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其自身，更高的工作报酬、社会地位等都是其私人物品属性的
体现；然而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具有私人收益，其回报溢出又惠及整个社会。新古典经济学认
为，个人高等教育投资将作为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智力积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
体现了高等教育作为的公共物品属性。所以，作为高校的核心服务，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物
品的属性。对于高校的科学研究服务，同样也表现出公共物品的属性。基础科学研究由于研
究难度大，应用广泛、非排他性等原因而被私人研究部门冷落，高校作为主要的基础研究服
务供给者，其社会收益大大高于部门收益将，因此，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
粹公共物品性质。对于应用科学研究，由于有特定的使用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知识
产权手段降低其外部性，提高使用的排他性，但从整体上看，随着时间推移，其研究的外部
性也会得到显现。 
因此，高校提供的这三类基本服务都具有特殊的制度属性，即高等教育和应用科学研
究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而基础科学研究则是完全的公共物品供给。根据对偶原理，高校
服务的强正外部性意味着一旦高校不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社会损失将远远大于机构所承担的
成本。在主流预算软约束模型中，这正是预算软约束发生的关键性条件——“倒闭成本＞＞
救助成本”——成立的前提[10
，11]。所以，高校服务的外部性是其预算软约束的一个重要制
度成因。另外，高校所蕴涵的智力资源属于非常规资源，其培养和获取都依附于个人，而这
些个人又依附于整个高等教育部门。这决定了高等教育部门成为最不容易被其他社会部门取
代的部门之一，由于智力资本的这种特殊性，作为人才投资和智力积累的核心来源的高校，
在社会构成体系中便具有了独特的“功能垄断”地位，从而形成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根据西
格尔的研究，当某一机构垄断性提供某种具有正外部性物品时，预算软约束就会发生，而高
校也正好满足这个条件[16]。 
所以，本文将高校的特殊制度属性根源归结为高校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高校的社
会职能垄断特征。由于这两个特征不随外部条件而改变，本文称其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内在
制度成因。 
2.2 所有权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协致作用。 
所有权制度一度被认为是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然而大规模私有化的失败对此提出
了疑问。对于高等教育部门来说，由于西方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公立大学，单独的所有权制度
也不足以解释高校部门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那么，所有权制度在高校预算软约束中到底扮演
怎么样的角色？本文认为单独的所有权制度虽然不足以解释高校预算软约束，但当它与特定
的政治制度协同作用时，预算约束就有了软化的外在制度基础。 
我国高校的公立性质决定了政府高校控制的合法性，这也为政府命令式的高校行政管
理体制提供了先决条件。在现行政治制度下，高校只能作为政府命令的执行者，按照主管部
门的政策意图制定招生指标、教学规模等，缺乏足够的自主空间，这也决定了高校无法拒绝
管理部门给予的政策性负担。从 1999开始，我国高校进入了大规模扩招时期，高等教育规
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根教育部门的统计[17]，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160万人，比 1998
年增加了 52万人，增幅高达 48％，2000年和 2001年的扩招增幅也分别达到了 38.2％和 13.3
％。其后几年虽然扩招规模有所缩减，但总体来说还是延续了扩招的趋势。2007年 10月，
教育部网站刊发的一则新闻显示[18]：截至 2006 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 540 万人，是 1998
年 108 万的 5 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 2500 万人，毛入学率为 22%。“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
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 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
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然而，招生规模的急速扩张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配套政策支持，教育财政与师资力量并
没有随之同步扩充，教师短缺和教学资源透支问题严重。因此，扩招的“十年之痒”事实上
给我国高等教育部门硬性摊派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结合林毅夫的研究[12]，我们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会存在高校预算软约束问题。原本，政府应该为高校的这种政策性负担提供足够的
经费支持，并对由于政策性负担引起的相应负债提供事后保护；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
府无法确知高校政策性负担所需的确切经费额度，也很难分清高校负债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
的还是由于高校自身管理不当亦或是高等学校的道德风险造成的。这样，在激励不相容的情
况下，高校就会将各种债务和开支，包括政策性负担形成的债务和道德风险、管理不当等造
成的不必要开支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政府无法分清楚这两类债务和开支的差别，又不能
推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债务问题时，就只好把高校的所有债务都负担起来，由此就形成
了预算软约束。另外，由于存在事后救助的可能性，反过来加重了高校的事前道德风险。 
由此，我们就可以找到高校预算软约束的第二个制度成因，也即我国高校政策性负担
的制度基础：所有权制度与政治制度协致作用产生的政府与高校的实质隶属关系。由于所有
权制度与政治制度具有不同形式的安排，与前文相对，本文称其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外在制
度成因。 
2.3 组织制度中的管理者激励机制。 
高校的内在制度属性以及外在制度安排为高校预算软约束提供了非行为人方面的制
度成因，然而，预算软约束还必须存在行为人动机才能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对高校领导者
（如校长）的行为与激励机制进行分析。结合周雪光的研究[15]，本文将这种行为人方面的
成因归结为组织制度成因，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因是我国高校校长的任期制度以及由此导
致的目标激励错位。 
个人行为决策总是受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指引，并受约束于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对于
高校领导人来说，同样如此。当前，我国高校领导人具有两大组织特性：一是短期任职，据
媒体报道[19]，针对全国 1792所高校校长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
而美国大学校长任期为 12.2 年。其二、我国高校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采用“官本位”体系，
校长按不同的学校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其晋升
制度也采用官员的升迁机制。因此，“作为校长的官员”会比“作为官员的校长”受到更大
的重视，职务比专业技术职位更吸引人，所以，高校领导人与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机制
具有一致性。 
这样，在“委托人——代理人”的理论模式下，短期任职导致高校领导人的行为目标
扭曲为只关注那些引人注目、短期见效的可测量“政绩工程”，而对那些需要长时间、难以
立竿见影、不易测量的事物，如大学特色的形成和办学质量等长期性任务，激励不足。特别
的，在向上负责的干部制度安排下，由于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等政策性目
标（负担），高校领导者行为目标扭曲典型地反应为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大学城等，而在预
算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么大手笔的奢华只能靠突破预算约束，以贷款等形式获取预算
外资源。 
以上给出了我国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三大制度成因，需要指出，以上划分并不是说三大
制度成因可以独立对待，图 2对三者的关系进行表述：高校服务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和社会职
能垄断地位构成了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内在制度成因，而公立性质与政策性负担构成了高校预
算软约束的外在制度成因；在两者共同前提下，短期任职和官本位制度下的高校领导人将产
生目标扭曲，从而对预算约束软化产生行为激励。 
 3、预算软约束视角下的高校财务治理对策 
预算软约束是我国高等学校的集体性财务困境的内在根源，根据上文论述，预算软约
束的形成又有其内外制度成因以及组织制度内的行为因素。因此，要想形成有效的高校财务
治理，必须从上面三个方面着手展开。 
3.1 外部性治理：办学规模与研究实力 
高校服务的外部性和职能垄断使得高校倒闭的社会成本大于机构成本，也使得其倒闭
成本大于政府的救助成本。因此，对高教部门的外部性治理是解决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一个重
要手段。从高校提供的三类服务来看，我们无法根除它们的外部性，但从硬化预算约束的角
度出发，仍然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对策。 
给定高校的负债金额，政府救助的直接成本可以近似看作是固定值，然而高校倒闭所
带来的社会损失却是一个可变值，它取决于倒闭高校的外部性大小。如果假设单位高校服务
的外部性为常数，那么，整体的外部性大小就取决与高校规模的大小，规模越大，所带来的
社会损失也越大。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高校规模越大，其得到救助的可
能性越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其实质是高校以
巨大的倒闭成本作为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其倒闭的社会成本成正比。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几个现实：首先，他有助于我们反思近年来的高校合并
之风，暂且不论国内很多高校合并的有效性问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在高校一味求大求全的
过程中，无形中强化了预算约束的软化。所以高校监管部门在今后的高校规模控制和高校合
并等问题上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在收获高校合并的规模效应和整合效率的同时，如果规
模效应存在的话，也要看到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和成本。另外，该结论也是对于当下不少人
提出的通过高校合并解决财务困境的一种反驳，即使在短期内通过合并缓解了高校财务困
境，但如果无法在长期内建立有效的动态治理结构，反而会更加软化预算约束。因此通过高
校合并解决财务问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越治越严重的糟糕处方。 
当然，高校破产的社会成本也会随着学校学术实力和职能垄断能力的提升而增加，由
此，有人会对此提出疑义，是否我们也要控制高校的研究能力。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根据
国内外的经验，研究实力越强，其财务健康程度反而越好，这一点在我国的北大和清华也得
到了验证，在我国高校发生群体性困局的情况下，这两所学校基本不存在负债，分析其中的
原因，正是其学术实力带来的融资优势。国外高校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就是捐赠和外部研究
基金，尤其是私立大学，两者更是构成了其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两者的获取都取决于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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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高校预算软约束形成的制度成因 
研究实力。因此，提高大学的研究实力不仅不会导致实际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反而是高校获
取经费的根本。 
3.2 办学自主权与贷款自主权的协调 
当前，我国高校的政策性负担来源于政府部门的赶超思想，在这种赶超思想的作用下，
高等学校超脱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特殊格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剥离政策
性负担，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是解决高校体制问题的关键。然而，结合当前的实际情
况，上述制度层面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达到，因此，针对高校财务困境，我们必须从其操作
层面，即财务控制的角度，对由此带来的财务风险进行防范。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我们不
难想到高校财务困境的一个重要前设：高校贷款的自主权问题。在高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而
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有很多学者指出银行贷款应该成为高校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补充，
他们的理由是我国的《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
展”[20]。但是，当存在政策性负担导时，这种贷款自主权显然为高校突破预算约束开了一
道方便之门；另外，即便贷款可以成为高校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教育主管部门也
很难界定补充的界限，其结果往往是金融部门与高校共谋从中获得利益，使得预算约束的缺
口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另外一方面是高校拥有的贷款自主权，在这种
事权与财权非对等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有高校会不进行举债运行的，更何况还有投入相对不
足的幌子。 
因此，在政府和高校存在实质隶属关系，高校必须承当政策性负担的前提下，要硬化
高校的预算约束，必须收回并严格控制高校在贷款方面的自主权。而在高校具有完全自主权
的情况，其行为更接近于企业，市场机制可以对其行为产生激励与约束作用，即使给予其贷
款自主权，金融市场与机构的信息甄别功能会对其贷款可得性和违约风险进行正常的评估，
可以有效的降低贷款风险。当然，正如上文指出，高校服务的性质并不会随办学自主权的获
取而改变，预算软约束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高校获得了完全办学自主权，其贷款自
主权仍然需要接受外部的第三方监督。 
3.3 完善高校的责任目标制度 
在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为高校管理设计了一套权、责、利整合的组织制度，比如，
教育部和财政部 2000年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意见》
规定，高校财务制度必须“建立健全各级经济责任制，首先必须建立健全校（院）长经济责
任制。高等学校的校（院）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对学校的财务工作负有法律责任”。
从理性设计的角度来看, 校长负责制是将权、责、利进行整合的责任目标制度，校长必须承
担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财务困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需要经过时间的流逝才
能完全暴露出来，而高校领导人的任命期限却比这个暴露期（外部审计周期）要短很多。即
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发生了权、责、利的实质分离。当财务决策的问题最终暴露时，他已
经离开了这个岗位，不必承担决策的责任。另外，随着政绩观在高等学校的不断普及深入，
高校的物质建设规模往往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由此带来的激励往往使得责任制度被不同程
度地忽略，即使高校领导者并未升迁，但其政绩工程往往可以满足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因
此，突破预算所产生的责任问题并不会归咎到他个人的头上。所以，对校长权、责、利的整
合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条件下的权、责、利统一，在高校领导人快速流动的动态过程中，三者
的分离难以避免。 
所以，将高校领导人的任命期限与财务问题的暴露期进行有效匹配，在高校领导者考
核制度中显化财务问责制都是硬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手段。这里，方法之一是借鉴国外的经验，
对高校领导者的任期进行延长，从而达到与财务暴露期的有效匹配；另外，在短期任职的既
成事实面前，也可以采用倒查问责制度，形成有效的威慑预期，从而矫正高校领导者的行为
目标激励。 
4、结语 
本文为我国高校的集体性财务困境提供了一种制度层面的分析视角，根据本文的分
析，目前预算软约束是我国高校财务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投入不足只是表层诱因。我国
高校预算软约束具有三大制度成因：高校服务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及其职能垄断；所有权制度
和政治制度协致作用形成的政府与实质隶属关系；高校领导人的目标激励体系错位。三者共
同构成了目前我国高校预算软约束的内在和外在制度成因（非行为人制度）、组织制度成因
（行为人制度），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和治理当前的高校财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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